
建中元年（780 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建议实
行两税法。这是中国古代赋税史上的大事。论者们（基
本）一致认为，由于两税法的实行，唐代社会从此区分
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以两税法实行年作为区分唐代
历史前后分期年是否恰切，这里不作讨论。 但十分确
定而客观的事实是，两税法实行后唐代历史确实不同
于以前。 笔者认为，这种不同从经济上说就是前期属
于以农为本、 以商为末因而崇农抑商的农本社会，后
期则属于农商并举但实际上重商轻农的农商社会。两
税法的实施集中体现了农商社会经济性质，客观上推
动了唐后期农商社会发展。
一、两税法内容体现了农商社会内在矛盾
杨炎以奏疏形式向德宗提出两税法建议，其文字

多书记载，而《旧唐书》卷一一八记载较为全面准确：
“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
制入。 户无主（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
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
与居者均，使无侥利。 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
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
旧式。 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
均征之。 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逾岁之后，
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
书度支总统焉。 ”对此，德宗不仅“昭谕中外”，而且在
几个月后的大赦文中进行补充说明：“宜委黜陟使与

观察使及刺史转运所由，计百姓及客户，约丁产，定等
第，均率作，年支两税。如当处土风不便，更立一限。其
比来征科色目，一切停罢。 ”［1］此赦文又为《册府元龟》
和《全唐文》所载，文字略有出入，但总体精神相同，主
要是表示停罢一切新旧征科色目， 只据两税征科，但
对于两税法的具体内容尚未明确指出。一个多月后即
到了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初一日，德宗遣黜陟使 11
人分巡天下时下诏， 则较系统地说明了两税法内容：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
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 居人之税，夏秋两征之，各
有不便者三之。 余征赋悉罢，而丁额不废。 其田亩之
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数为准。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
无过十一月。 违者，进退长吏。 令黜陟使各量风土所
宜、人户多少均之，定其赋，尚书度支总统焉”［2］。 至
此，杨炎个人名义的奏疏已演变成为唐朝廷公开实行
的赋税法律，虽然此后还常有细节补充或修改，但两
税法之主要内容作为实际行政依据已经确定。
细绎两税法内容， 可以发现其中包含三大矛盾，

这三大矛盾恰恰是农商社会内在矛盾：
（一）“以见（现）居为簿”作为以农为本的否定，暗

含了物重人轻矛盾。 两税法实行前，唐朝在经济上实
行均田制。顾名思义，均田制显然是以农为本的。究竟
什么是均田制，所谓永业田、口分田对于农民究竟属
于什么性质，学界尚有争议，但从制度上说，均田制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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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义是“以人丁为本”［3］。 国家以丁授田，然后按田
征税，征税多少始终不出丁身范围，表现为重人轻物
的制度特征。当然，实际生活过程中由于永业田、口分
田的不足，以及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官僚、僧尼等免课
户，更由于永业田、口分田可以买卖等原因，均田制并
不能真正彻底地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全体农民安居乐

业，因而经常发生农户逃离本土的情况，朝廷也就经
常展开甚至组织全国大规模的刮户刮田工作。但无论
如何，均田制的实行始终是重人轻物的。两税法“以见
居为簿”而不问“土客”，实质上是把客户仅仅当做纳
税对象而根本不顾及其他。 客户拥有土地吗？ 他的生
活来源是什么？他与土著是什么关系？诸如此类，作为
制度的两税法根本不予考虑。 在这样的制度下，客户
的人身是没有意义的。 与此相联系，土著的人身也是
无意义的。 如果土著是与客户同类的穷人，他也就是
与客户同类的简单纳税对象。 如果他是富人，那么他
的财产更是朝廷重赋的主要来源。朝廷不问“丁中”重
视的是他的财产而非他的人身。 因此，两税法是一种
重物轻人的制度。 商品交换见物不见人，商业经济重
物不重人。两税法重物轻人的制度特征恰恰是商业经
济重物不重人的制度表现。两税法重物轻人的制度特
征作为以农为本均田制的否定，就是在赋税制度上或
通过赋税制度而强制地对传统农业经济进行商业经

济改造。但是，“财之所生，必因人力”［4］。离开了人力，
财富由何而生、赋税又从何处征收呢？因此，两税法重
赋轻人是一种内含矛盾的制度。这种矛盾就是农业经
济与商业经济内在矛盾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在当时
农业经济事实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下，离开了农民
两税法是无从实现的。 因此，两税法重赋轻人又内含
着制度与实践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由农商并举的农
商社会经济性质所决定的。

（二）“以贫富为差”作为“以人丁为本”的否定，暗
含了钱重物轻矛盾。 两税法实行前，唐朝赋税实行租
庸调法，强调“以人丁为本”。 所谓“有田则有租，有家
则有调，有身则有庸”［5］，离开了丁身就失去了征税之
依据。 两税法根本不考虑丁身问题，仅仅以“贫富”作
为征税之出发点和标准。这就不仅从制度上彻底否定
了租庸调法，而且从制度的根本上确立了钱重物轻的
赋税原则。什么是贫富？不同立场有着不同理解，赋税
制度不同衡量标准也就不同。租庸调制度以粟米绢帛
作为财富标准，以拥有粟米绢帛数量多少衡量一个人
贫富与否。 绢帛甚至作为货币直接成为财富象征。 两

税法是以铜钱即真正纯粹意义上的货币作为财富象

征，并以此作为衡量一个人贫富与否的标准。 这样的
财富标准当然是在客观上重商轻农有利于商人的。因
为农民从事农业劳动最终拥有的只能是粟米绢帛等

物质资料，商人从事商品交换拥有的就是货币。 农民
要将自己的物质资料转换成为货币，就不得不与商人
进行交换。在国家仅仅征收货币税而拒绝以实物纳税
的条件下，农民“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增价以市
所无，减价以贸所有，耕织之力有限，而物价贵贱无
常”［6］，钱重物轻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农业经济是
国民经济主体、农民是国家纳税主体的情况下，物轻
的结果只能是农民无法正常纳税，因而两税法按照制
度设计难以完全实现。 因此，钱重物轻实质上反映了
崇农抑商还是重商轻农的矛盾，是重商轻农矛盾通过
两税法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重商轻农的结果仍然暗
含了制度与实践的矛盾。

（三）“量出以制入”作为“量其入而出”的否定，暗
含了赋重产轻矛盾。唐前期以农为本实行的是均田制
度， 由于农业受着天时地利和生产工具等因素的影
响， 收入不仅是有限的而且基本上是难以大幅增长
的， 甚至更多的时候受到自然灾害影响而减产减收。
因此，唐前期继承着自古以来历朝历代以农为本的国
家预算传统也是“量其入而出”［7］。 两税法从根本上否
定“量其入而出”原则，把“量出以制入”原则作为赋税
制度的出发点和立足标准。 但是，“量出”的依据是什
么？ 数量标准应该如何确定？ 如果离开整个国民经济
之“入”而“量出”，“出”从何来？ 如果单凭主观意愿地
“量出以制入”，其结果必然地只能是对于国民经济行
为无约束、数量无限制地进行赋税掠夺。 两税法初定
之时就是“摘郡邑，验簿书，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多
者”为“定法”，就是“总无名之暴赋而立常规”［8］。这种
脱离生产实际的“量出以制入”本来已经超出当时社
会的经济承受能力了，可是由于“量出”不受制约，仅
仅两年后即建中三年（782 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
游就请于既定税额上每一千再加税二百，经朝廷批准
天下通行。 再过了几年，到贞元八年（792年）四月，剑
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又奏请在现行基础上“加税十二”，
朝廷又批准天下通行［9］。 至于青苗钱、除陌钱等名目
繁多，随机而“量出”的所谓杂税就更多了。 在当时整
个国民经济主要就是农业经济的条件下，这样的“量
出以制入”是直接剥脱农民并由此而（至少在客观上）
把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生产摆在无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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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因此，“量出以制入”赋税原则就是在制度上暗
含了朝廷（相对）无限的赋税需要与（当时）整个国民
经济有限的产出能力的矛盾。换言之，两税法“量出以
制入” 原则的确立就是在制度上确立重赋轻产原则，
就是不顾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生产实际而仅

仅注重国家赋税的征收［10］。在当时实行货币税的条件
下，农民作为主要纳税对象不得不或逃离本土依附豪
强，或弃农经商成为浮客，整个社会轻农重商成为必
然。所谓农商并举由于“量出以制入”等的两税法制度
干预而畸形地向着商业社会发展。
总之，农业经济（广义）是以收获粟米布帛等实物

为最终目的，是一种实物经济。 商业经济是以通过商
品交换最终获得货币为目的，是一种货币经济。 由于
内在规律作用，两种经济本质上是矛盾的。 作为崇农
抑商农本社会及其租庸调赋税制度的否定、通过货币
税取代实物税的两税法实际上是一种农商并举重商

轻农社会经济的制度反映。这种社会经济的内在矛盾
就构成了两税法内在的矛盾内容，两税法的内在矛盾
又通过制度作用而推动着这种社会经济的内在矛盾

发展，终于使得唐后期的社会经济具有了农商并举重
商轻农性质并由此而矛盾地向前发展。
二、两税法之争是农商社会农与商社会地位之争
两税法实行之初，由于德宗完全赞成杨炎崇农抑

商立场而对于其奏疏中提出的制度原则“行之不疑”，
结果“天下便之。 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
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 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 不仅
“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11］，而且广大人民（包括商
人）确实得到了实惠。两税法取得了最初的巨大成功。
杨炎于建中二年（781 年）七月罢相，不久即被杀

害。他没有更长时间地看到两税法实施。因此，他对于
两税法内在的农商矛盾究竟应该怎样解决是否有着

自己的独特思考，后人已不得而知。 后来的历史事实
是， 由于频繁的战争和藩镇割据等原因， 建中二年
（781 年）朝廷就对行商增税，建中三年（782 年）朝廷
就借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之请而开始全面增税， 此后，
又征所谓青苗税、除陌钱、间架税等，名目繁多，社会
重又回到两税法实施前的“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
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的“暴赋”局面［12］。
德宗不仅自否“敢有加敛，以枉法论”之制度承诺 ［13］，
更因此而开后来诸帝法外加赋之恶劣先河。 由此，围
绕两税法究竟是否可行或者应该怎样实行等，就在朝
廷上下乃至内外展开了激烈的争议。这种争议可以区

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或时期：
第一个阶段，贞元时期，时间上包括德宗在位的

整个历史时期。以陆贽、齐抗为代表，围绕两税法是否
可行而展开。
两税法实行之初，陆贽是积极支持者。在他看来，

两税法只不过是崇农抑商的赋税新举措。 但是，随着
两税法实际推行， 其内部暗含的制度性矛盾日益暴
露，再加上实际执行者对于这些矛盾解决无所作为甚
至偏激地推波助澜，致使两税法蜕变成为“民益愁怨”
的“暴赋”［14］。于是，陆贽作《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15］，
公开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反对两税法的系统主张：其
一， 两税法出台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 陆贽认为，从
天宝以来，由于各种复杂原因确实导致租庸调税制破
坏。但这种破坏是“时弊，非法弊”，即租庸调制度本身
乃是一个“天下法制均壹，虽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
心”且“行之百年，人以为便”的好制度，只是由于“兵
兴”才导致“供億不常，诛求隳制”。 因此，关键问题是
救时而非改制。 可是，“时有弊而未理， 法无弊而已
更”，两税法根本没有考虑救时问题，却把一个好端端
的制度否定了。 其二，两税法以货币征税是诱民“为
奸”驱民“避役”。在陆贽看来，“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
丁身为本”，所谓“资产少者税轻，多者税重”是脱离实
际的。因为“有藏于襟怀囊筴物贵而人莫窥者，有场圃
囤仓值轻而众以为富者，有流通藩息之货数寡而日收
其赢者，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利寡者”。外人尤其是
征税官吏如何能够准确计其多少？其结果必然只能是
“计估算緍，失平长伪。 挟轻货转徙者脱徭税，敦本业
者困敛求”。 这不是“诱之为奸”是什么？ 由于“徭赋轻
重相百，而以旧为准”不能因时变化，结果“重处逃亡
益多，轻处归附益众。 有逃亡则摊出，已重者愈重；有
归附则散出，已轻者愈轻”，结果“人婴其弊”。 这不是
“驱之避役”是什么？ 其三，两税法导致贫富悬殊使民
无活路。为了纳税，贫者“丝不容织，粟不暇舂”，“敛获
始毕，执契行贷，饥岁室家相弃，乞为奴仆尤莫之售，
或缢死道途”。 结果兼并之势有增无减，“富者万亩”，
“坐食租税”，“贫者无容足之居”，不得不成为富者“私
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这样的社会当然无好可言，
这样的赋税制度当然更不可能是一种好制度了。
陆贽认为，要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必须废除两

税法（或者进行根本性改造），“复庸调旧制”，规定“占
田条限，裁租价，损有余，优不足”，“循环敛散，使聚谷
幸灾者无以谋大利”，最终实现“安富恤穷”社会康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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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效。 这样的立论当然是以农为本崇农抑商。 但是
“贽言虽切……事无施行”［16］。 到了贞元十二年（796
年），河南尹齐抗又要求废除两税，更为新税，出发点
是“钱重货轻”，立足点仍是崇农抑商。 结果“疏入，亦
不报”［17］。期间，朝廷虽然对于施行过程中某些细枝末
节和过程手段等都有删改，也在崇农抑商物重钱轻等
方面有所倾斜（如任用陆贽为相），但两税法制度未根
本改变，因而其内在矛盾及实行弊端甚至更为恶性发
展。 以陆贽、齐抗为代表的否定派以失败而告终。
第二个阶段，元和长庆时期，时间上包括宪宗、穆

宗和敬宗时期。以元稹、李翱、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
人为代表，围绕两税法应该怎样实行而展开。
陆贽、齐抗为代表的否定派失败，使得两税法成

为朝廷坚挺制度。由于没有切实可行的纠偏或纠错措
施，两税法内在农商矛盾必然肆意发展。这样一来，深
受传统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们便奋然而起，担当
起以天下为己任角色。面对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流离
甚至破产的现实， 他们自觉地站在崇农抑商传统立
场，力求使两税法成为利民惠民制度。
第一，坚定地维护两税法制度的严肃性。 元稹曾

多次担任钦差， 所到之处对于法外苛征无不严加整
肃。例如，元和五年（810年）他为监察御史巡视四川，
察知原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 “税外苛征”， 不顾 “章
程”，致使百姓“含冤，无由仰诉”，于是严加弹劾。 因
严砺已死，最终“籍没资财”［18］。 类似的官吏或个人直
接徇私违法，或执法不严造成违法贪冒等行为当然都
是有违两税法制度严肃性的，因而首当其冲在荡涤之
列。 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各州县在两税外另给朝廷进
奉。 白居易认为，这种把皇恩与国事混为一谈的做法
最终仍然是加重人民负担， 实质上也是税外加税之
举，是有违立国之“大节”，为了保证两税制度的严肃
性，也必须彻底消除［19］。当然，维护两税制度严肃性并
不是生搬硬套、一成不变，而是必须根据情况变化而
因时因地制宜，目的是惠民利民。例如，遇到洪旱灾害
就必须减税或免税。
第二，确立两税法制度的民本原则。李翱指出，“善

为政者莫大于理人。 理人者莫大于既富之又教之”。 人
民区分为士、农、工、商四类。 现在实行两税法，农人负
担太重，“四人之苦者莫若如农人”。 “凡人之情……终
岁不制衣则寒，一日不得食则饥”。 但是，“麦粟布帛农
人之所生也。岁大丰农人犹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灾
则农夫先受其害”［20］。 因此，要治理好国家，就只能效

法古人对于农人轻敛薄赋，行“什一之税”。 他通过数
字计算论证说，什一之法现在仍然是唯一可行的富民
强国之途［21］。 两税法实行货币税，白居易抨击说：“钱
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 业于农者，何从得之？ ”
更有甚者，“吏胥追征， 官限迫促”。 于是农人不得不
“易其所有以赴公程”。 其结果必然是“岁丰则钱籴半
价不足以充缗钱， 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
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 ”但是，“一夫不田，天
下有受其馁者；一妇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 如果
“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依市， 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
文”，国家肯定是治理不好的［22］。 李翱、白居易同时强
调，必须均平赋税，改变税法，使农民改纳租庸，征税
粟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以民为本，才能真正治理好
国家［23］。 韩愈更追本溯源地以继承孔孟之道为己任，
强调以人为本、以仁爱为本，激烈地批评“农之家一而
食粟之家六”的时弊［24］。他还批评国家过于垄断盐利，
认为必须官营商售相结合，目的是便民利民［25］。
第三，在两税法范围内营造“有道”经商环境 ［26］。

自古以来儒家治国都视商为末业并采取严格抑制国

策。 韩愈、白居易、李翱等人也囿于传统持此陋见。 柳
宗元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商人重利是人性使然，问
题在于怎样求利。长安有一个人名叫宋清，“居善药”，
为商四十年一心以治病救人为本，病人识与不识有钱
没钱都一视同仁给好药治其病，“债券如山未尝诣
取”，许多债券都烧掉了，“终不复言”，结果发了大财。
宋清说他是商人，“逐利以活妻子”，并没有什么“道”，
不同于一般商人之处就在于他始终以治病救人为本。
柳宗元说，这才是真正的经商之“远”道、之“大”道。遗
憾的是，这种“远”道、“大”道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市之
道”，还没有为一般商人所接受。更有甚者，那些“居朝
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也如同“小市
人”一样对于名利“争为之不已”，“贪取滋甚”［27］。 他们
怎么可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元稹等人参与两税法讨论时都不过谏官者流，柳

宗元更因永贞革新之关系而一直贬谪在外地，因而他
们的意见很难影响朝廷决策。 但是，他们均为当时最
有影响的大文豪，元、白倡导新乐府运动“唯歌生民
病”［28］，韩、柳、李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而开展轰轰
烈烈的古文运动。在他们的大旗下不仅大批文人和官
员如权德舆、独孤郁、皇浦湜、吕温等人都对朝政尤其
是两税法发表议论， 而且影响更普及童子甚至老妪。
这样一来，当然也就间接影响了朝廷决策。因此，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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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两税法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个阶段，大和以后时期，时间上自文宗大和

元年（827 年）至朱温灭唐。 以黄巢起义为代表，把维
护两税法制度下农民利益发展为推翻现政权的直接

行动。
待到文宗即位， 元稹等人都已先后退休或去世，

政治影响力已不再存在。 此时的知识分子们，或热衷
仕途贪图个人安逸，如牛曾儒、杨嗣复、白敏中等，或
由于在野等而对于朝政发表纯属个人的议论或感叹，
如姚合、张祜、陆龟蒙、皮日休、罗隐等。 总之，从两税
法而言， 知识分子不再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
量。 朝廷对于两税法不仅不作为因而使得其内在的
农商矛盾更加肆意发展，更由于战争、天灾等原因而
无限制地税外加税。越来越重的负担迫使农民挺身反
抗以追求自己的生活出路。 终于，不断的农民起义导
致了黄巢起义，唐政权在风雨飘摇中走向灭亡。 两税
法也就随之走完了自己在唐后期的发展阶段。
三、两税法促进了唐后期农商社会发展
两税法之实行本质上是重商的产物。作为均田制

和租庸调制的否定，当然也就是对于重农的否定。 但
是，杨炎企图站在重农立场而重商，这就陷入了必然
的矛盾。杨炎逝世后，继任的各届执政者无不在“督耕
植之业而人无恋本之心， 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敛之
困”的艰难中左冲右突 ［29］，客观上促使两税法成为唐
后期由农本社会向着农商社会转变和发展的推动力。
两税法促进唐后期农商社会发展，大体说来经历了三
个阶段：

（一）税人阶段。 时间上包括德宗、顺宗和宪宗三
朝，即自建中元年（780年）至元和十五年（820年）。杨
炎疏行两税法，名义上宣称只以“贫富为差”征收财产
税，实际上仍然暗含着“以人丁为本”，只不过不再强
调丁中而是强调户口。 因此，他不是直接否定以丁身
为本，而是强调“户无土客”。 既然立户，当然就有丁，
否则就成为鳏寡废疾者流而被排除在纳税户之外。
“丁”只有结婚才能立户，“中”只有成为“丁”后才有纳
税意义，因此强调“户无土客”就不必甚至不能考虑
“丁中”。 户有土有客，土即土著，客即自外而迁入者。
作为纳税者他们都是“见（现）居为簿”的“居人”，纳
“居人之税”。居人男耕女织进行一些直接贸易交换自
古而然不能称为商。 所谓商即“行商”，即士农工商之
有别于农的“商”。 行商纳税要“与居者均”并“使无侥
利”，计量和比较的单位和依据当然只能是“户”，因此

实际上也是与居人一样以丁身为本的。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杨炎将“行商”与“居人”对举。由于“中”可以发展
为“丁”并进而立户，因而杨炎特别强调“丁额不废”并
且按原来制度登记。 建中元年（780 年）正月德宗“大
赦天下，遣黜陟使观风俗，仍与观察使，刺史计人产等
级为两税”，就是以“人”作为最首要和根本之依据［30］。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有些论者断言两税法就是户税
和非户税两法［31］。
租庸调法以丁为对象，是以耕者有其田形式核定

财产而征收实物税。 两税法也是以丁为对象，是通过
货币形式核定贫富差别而征收财产税。实物当然也就
是财产。因此，两种税制实质上都是“以人丁为本”，都
是税人法。 正是在“税人”这种内在一致基础上，杨炎
巧妙地实现了由租庸调法向两税法的过渡，并由此而
实现了由前期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社会向着后期农商

并举重商轻农社会的过渡。
当初杨炎强调一钱之敛以货币征税， 一方面使

“轻重之权……归于朝廷”， 另一方面又消减了人民
“旬输月送”之弊等。当时钱轻物重，加上使商人“无侥
利”，因此两税法实行之初于民尤其于农有利，两税法
收到如期效果。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两税法内在农商
矛盾渐趋尖锐。 由于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优越性，
再加上实行过程中的偏激和失误，两税法渐渐蜕变为
重商轻农之法。广大农民日益破产，“末业日增”［32］，天
下哗然，议论汹汹。 朝廷不得不重视两税法制度下的
农商关系和地位，力图在二者之中寻找统一基础和均
衡点。 这种努力集中体现为三次大举措。 首先是德宗
制科策问。 贞元元年（785 年），德宗第一次策问贤良
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针对 “赋入日减而私室日贫”之
弊，表达自己“敦本业，平均徭税”的愿望 ［33］。 贞元四
年（788 年），他经过“中夜忘寝，莫知所以”长期思索
再策该科，明确求教天下“劝农务本，何术为先”［34］。贞
元十六年（800 年），他还通过礼部策问进士之机表明
自己“抑游惰，欲人务衣食之源……因人所利而利之”
的“为政之道”［35］。这种公开向天下征询建议选拔贤良
的举措， 当然是企图克服务本和重商矛盾的实际行
动。 其次是顺宗永贞革新。 顺宗即位后，“大赦天下，
诸道除正敕率税外，诸色榷税并宜禁断”［36］，为陆贽等
人平反，革除德宗时弊等。 所谓革新实际上就是企图
恢复崇农抑商之政。最后是宪宗召集群臣讨论玄宗为
政得失。 即位之初，宪宗就仿效德宗亲试才识兼茂明
于体用科，表达“农战非古，衣食罕储。念彼疲氓，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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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庶”的忧虑，向天下征询“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
何道而可以继其艰”之策［37］。 元稹、白居易登第。 两年
后他又亲策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于“省徭役以丰
物力，蠲田租以厚农室”愿望中向天下征询“酌于中
道”之“术”［38］。 循此继进他在元和十一年（816 年）第
三次策问茂才异等制科举人，认为“废关市之征，轻什
一之法”不仅要“维新制度”，而且“成务济时，莫斯为
急”，表示自己愿与天下人共同“均沃瘠于原田，便工
商于市肆。 改制征物，厘创建正”的决心［39］。 元和十四
年（819 年），他又以“天下事重，一日不可旷废”的精
神与大臣们探讨玄宗治乱得失，表示以开元为榜样［40］。
通观宪宗在位 15年， 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并
力求解决两税法问题。总之，无论德宗、顺宗还是宪宗
都在两税法条件下力图实现重农敦本，宪宗甚至力图
抑制兼并。 但遗憾的是，战争等严酷现实又迫使他们
不得不重钱重商。 就在这种重农和重商的矛盾过程
中，整个社会悄然实现了由钱轻物重向钱重物轻的转
变，越来越具有农商社会性质。

（二）税业阶段。 时间上包括穆宗、敬宗、文宗、武
宗和宣宗五朝，即自长庆元年（821 年）至大中十三年
（859年）。 所谓税业就是根据行业特征而征税。 具体
而言就是明确农商就是指农业和商业，在征税时不再
从人丁角度考虑二者共同性以为征税依据，而是根据
二者行业差别而确立不同征税项目和标准。 农业（广
义） 的行业特征就是固着在土地上因土地而收获财
富，离开了土地就无所谓农业。 在这里人丁甚至是毫
无意义的［41］。 因此，农业之税业（主要）就是因土地而
征税。 商业则是依存于商品流通和交换，离开了流通
过程就无所谓商业。 对于商人收获财富而言，土地和
人丁之作用是次要的。 因此，商业之税业（主要）就是
依据流通过程而征税［42］。
穆宗登基即总结前朝实行两税法之得失， 明确

“两税外加率一钱者以枉法赃论”，努力将两税法执行
回归制度规范［43］。 在此基础上，长庆元年（821 年）七
月他命令“所在长吏审详垦田并桑见定数，均输税赋，
兼济公私”［44］。这种以“垦田并桑见定数”征税，当然既
不会考虑户之主客问题， 也不会考虑贫富之差问题，
仅仅是（单一地）以农户所据土地为征税依据。穆宗在
位仅 4 年，原则未变。敬宗即位后，考虑到无地且不能
经商之户大量存在，一方面朝廷赋税减少，另一方面
这些无地之户生活无着等，下令各州县“如有愿于所
在编户籍帐者，宜……优恤给予闲地，二周年不得差

谴”［45］。 随人自愿，着重点当然是按闲地征税。 敬宗在
位仅两年。文宗即位后，多次严申“除两税外不得辄有
科配。其擅加杂榷率一切宜停”［46］。这里所谓两税之农
业税即自穆宗以来之按土地征税。 大中四年（850 年）
正月，为整顿征税实行之弊，宣宗在强调按制度办事
“两税之外辄不许分外更有差率”时，特别强调“两税
本系田土。 地既属人，税合随去”，认为对此“从前敕
令，累有申明”，如果违反“须议痛惩”［47］。 既然地存税
征，地去税去，可见是依地征税。

“据地出税” 至少在高宗时即已成制。 永徽二年
（651年）救令“义仓据地收税”［48］。义仓属于朝廷或民
间组织的救荒储备，不属朝廷财政，从制度上最多属
于租庸调的补充。 两税法中的“田亩之税”只是“居人
之税”的一种财富类型。由于以贫富为差，因而无地之
民也必须纳税。 因为存在特权，许多有地之人可以不
纳税，所以“田亩之税”不能等同于“据地出税”。 自穆
宗以后，“据地出税”作为制度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有
地即有税。 即使皇帝舅舅也不能例外。 二是无地即无
税，无论是谁均不出（农业）税。 如果官吏违法必遭痛
惩。三是无论公私，有地之人均可随意使用自己土地，
只要完成征税即可。 这当然是一种崭新的制度。
据地而税农业，农民可以自由耕种自己使用的土

地， 利益的驱动激励他们自觉推动着农业向商业发
展。 由于茶利较丰，当时江南地区“多以种茶为业”，
种茶人占居民数“十二三”［49］。许多地方农民不种粮食
而是专种生姜、芋头和茄子之类的蔬菜 ［50］，甚至专种
蒲草以为制作草席或船帆之原料［51］，等等。 这样的生
产当然不是为了获取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生活需要

的产品，而是为了通过市场交换以获取满足自己生活
需要的商品。 换言之，这样的生产已经是农业商品的
生产，农产品已经成为商品。从这种意义上说，这样的
农业已经属于商业， 或者说是商业在农业领域的扩
展，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农本社会的农业，而是一种
新型的农商社会的农业。据地而税农业，地多者多税，
无地者无税，因而占据大量土地已经不再成为财富象
征和源泉， 甚至反而成为纳税大户而背上沉重包袱。
在传统农本社会条件下无限制兼并土地的现象至少

被抑制。当时很多大地主甚至宁愿放弃自己已有土地
而任人耕种［52］。 这样一来，许多自耕农或无地之人就
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而实现耕者有其田，最终推动了生
产力发展。 作为以丁身为本税制的否定，在据地出税
条件下，以前朝廷硬性规定必须种稻、种麦、种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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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的指令制度被彻底否定，从而租庸调制也被彻底否
定（实际生活中情形非常复杂，本文不论）。从此，传统
意义上的农本社会已不再存在。唐后期社会已经发展
成为农商社会。
农产品成为商品，据地出税就成为商业税。 商税

由以前仅仅征收“行商”税而扩展到向农民作为“居
人”征税，内容的扩大和类型的增加表明商税实现了
由税商人到税商业的飞跃。自穆宗以后商业领域以前
即有的埭程费、 除陌费等不仅存在而且有增无减，另
外更增加了对于商贾无由名之率意而为的种种 “率
税”［53］。 这些税当然不同于简单的税商人， 而是对于
经商过程征税的税商业。 总之，此时的商业税较之以
前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体现了农商社会性质。

（三）混税阶段。 时间上自懿宗咸通元年（860年）
至朱温灭唐。 所谓混税，就是指征税混乱没有法规和
制度约束。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征税内容混乱。 除
两税正税外，另外又将青苗、茶等税种固定成为正税。
杂税则既税人又税业，税额随意增减，或征钱或征物，
无有定准，甚至连征税时间也随意变动。至于进奉、宣
索（这实质是地方官巧立税名）等仍有增无减。二是征
税主体混乱。赋税本属财政，应由中央朝廷统一征收，
州县只是代理。 可是由于藩镇割据和战争等原因，除
朝廷征税外各道节度使等也以“泗口税”、“拓地钱”等
名目征税。至于实际征税过程中奸吏滑贾利用虚估实
估、钱重物轻等而嫁税于民就更为混乱了。
排除藩镇割据和战争等因素，产生混税的原因主

要是由于统治者对于当时农商社会性质缺乏明晰认

知， 因而在治国理念和国策上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
他们固执地站在传统儒家崇农抑商立场，在轻视商业
社会发展实际的同时又由于财政困竭而借重商业发

展， 最终使得农业和商业都受到双重压迫而趋于破
产。 终于， 黄巢作为商人而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唐
王朝也就在这种起义中归于灭亡。 换言之，唐王朝的
灭亡就是传统儒家崇农抑商之农本社会的灭亡。由于
农商社会农与商的内在矛盾，以追求农民利益为宗旨
的农民起义之失败就成为必然，归根到底也不过是农
本社会必然灭亡的特殊表现。唐朝灭亡与黄巢起义失
败二者殊途同归，都只不过是农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
铺路石。

值得指出的是，唐以后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仍坚持
儒家重农抑商治国理念。所谓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对
于传统儒家治国理念的改造和发展，实际上只不过是
无视农商社会发展现实的逆潮流之举。 这种落后、腐
朽的统治阶级治国理念必然站在社会发展的对立面

而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换言之，唐以后农商社会的
发展呼唤着新的与之相适应的治国理念。由于没有这
种崭新的治国理念，整个社会发展就缺乏前进的生机
和活力，不得不徘徊于自发而盲目的无序过程中。 唐
以后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长期衰亡、 之所以积贫积
弱，长期陷入外族入侵（广义）的轮回，最终的根源就
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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